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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述

强迫症（obsessive-compulsive disorder，OCD）是一种

常见的慢性致残性精神疾病，根据《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

手册》第五版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

Disorders，5th edition，DSM-5）定义，以导致严重的、广

泛焦虑的侵入性想法持续出现，和 / 或持续执行某任务缓

解痛苦的强迫行为为特征 [1]。OCD 常常与抑郁症和其他共

病相关，OCD 患者中自杀意念和自杀的发生率较普通人增

加 [2]。OCD 是一种慢性严重致残的异质性疾病，因对患者

及其家庭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而导致公共健康损害。它影

响着 2% ～ 3% 的世界人群，同等影响两性。该病发病通

常始于青少年，症状逐渐加重直至阻碍患者进行任何类型

活动 [3]。即使 OCD 患者正在做的任务与症状无关，他们也

常常表现出犹豫不决、病态的疑问和不确定性 [4]。

OCD 患者虽能意识到自己过度或不合理的想法和行

为，但却控制不住自己作出反应 [5]。他们通过作出某种

反应来缓解强迫思维和行为所带来的焦虑、痛苦。有研

究表明执行功能的损伤与 OCD 发病有关 [6]。Tranel 等 [7]

把执行功能概括为计划、决策、判断和自我觉知（self-

perception）的能力。因此，决策功能是执行功能的一个重

要域。而到目前为止，从认知神经心理学的角度来说，相

比于传统的认知功能如记忆、规划、抑制和定势转移，

OCD 的决策功能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 [6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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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决策的定义及分类

决策是指从一组预期将产生不同结果的备选方案中选

择特定选项的过程 [8]，也是一种人类通过奖励或惩罚取得

偏爱的能力 [9]。

从心理学方面来讲，决策至少可以被分为 2 种：风险

模糊决策和风险明确决策 [10]。前一种决策是在模糊的条

件下基于先前的反馈的内隐学习机制；后一种是在风险条

件下依赖于能够准确计算危害回报的可能性的能力 [11]。比

如，要在许多种钢笔中选一种使用，开始只能凭感觉选

择，在不断使用的过程中才能知道是否好用，这就是风险

模糊决策。有一种新药其疗效较好但不良反应较大，而另

一种药疗效较差但不良反应较小，这种情况下的决策即为

风险明确决策。

2  OCD 决策功能的神经机制

决策功能是执行功能的一个重要域 [12]。而 OCD 患者

的强迫行为表现为在真实生活中扰乱策略规划，其类似

于有执行功能缺陷的个体所表现出的问题 [13]。长期以来，

大量研究表明 OCD 有很强的神经生理基础 [14]，其可能

涉及广泛的大脑网络（brain network）[15]。负责认知控制

（cognitive control）的上级额叶 - 扣带回 - 顶叶也是一系

列不同执行功能的基础 [16]。该网络系统在执行功能中起着

重要的枢纽作用 [17]，其中与决策功能有密切联系的是杏仁

核系统和前额叶皮质系统。下面就决策功能的神经机制进

行陈述。

早在 2005 年 Bechara 系统地阐述了决策障碍的神经

机制。他提出，人们的决策过程由 2 个互相拮抗的神经系

统所控制，一个是冲动性的（impulsive）杏仁核系统，另

一个是反射性的（reflective）前额叶皮质系统 [18]。杏仁核

系统包括杏仁核、腹侧纹状体（striatum）；前额叶皮质系

统包括前扣带回、背外侧前额叶、腹内侧前额叶（含眶额

叶的部分区域）、脑岛、海马等 [18]。反射系统通过自上而

下（top-down）的方式来控制冲动系统，而冲动系统通过

自下而上（bottom-up）的方式来影响反射系统 [18]。前额叶

皮层（prefrontal cortex，PFC）在人类的决策活动中起重

要作用，主要包括眶额叶（orbitofrontal cortex，OFC）、腹

内侧前额叶（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，VMPFC）、背

外侧前额叶（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，DLPFC）等，

这些皮层的损伤可能会导致决策障碍 [18]。Stern 等 [19] 发现

VMPFC、脑岛和海马等区域的过度激活（hyperactivation）

与能加剧患者在决策过程中不确定性的特定条件相关，还

确定了 OCD 不经常涉及的其他区域如杏仁核、外侧颞叶

皮层的异常激活 [19]。

OCD 是一种慢性的精神疾病，其主要的病理生理学

表现是前额—纹状体环路尤其是 OFC 的功能紊乱 [20]，而

且神经影像学研究也证实了 PFC 如 OFC、前扣带皮层

（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，ACC）在各种决策任务及其子

流程比如计划、归纳推理、奖赏和使用复杂信息中起到一

定的作用 [21]。抽象的奖惩能够激活 OFC：奖励激活 OFC

内侧，更多的与左侧 OFC 相关；惩罚激活 OFC 外侧，主

要涉及右侧 OFC，而且激活的幅度与奖惩的大小有关 [22]。

同时，上文提出 OFC 等脑区的激活与决策相关，因此，

可以认为协调奖惩能力是决策中重要的过程，尤其是在风

险模糊决策过程中。

反映决策功能的协调奖励及惩罚的能力取决于腹内侧

前额叶皮层及其相关的通路，包括基底节、丘脑和杏仁

核 [23]。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，经过大量的研究有学者提出

与 OCD 的奖惩协调能力有关的皮层—纹状体—丘脑—皮

层（cortico-striato-thalamo-cortical，CSTC）神经生物学模

型 [24]。比如，异常激活这些大脑区域确实能够调解 OCD

患者对潜在威胁的夸大关注（即与眶额皮质、前扣带皮

层、杏仁核有关），并且能减少对奖励的响应 [25]。另有研

究表明在赌博任务中，OCD 患者被即时奖励所鼓舞，但

对选择的长期后果不敏感；同时，他们也提出 OCD 患者

的表现，就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，是由于强迫思维的存在

必须被重复冲动（impulse）中和，这里的重复冲动代表了

即时奖励 [13]。另外，神经影像学技术表明包括 OFC 和基

底节的前额皮质下环路参与 OCD 的表达是一个核心特征，

该环路的完整性与执行认知功能有显著的关系，而 OCD

与执行认知功能异常相关 [26]，因此，这些脑区在 OCD 中

有重要作用。Admon 等 [25] 通过使用一个模拟现实生活中

害怕预期惩罚（punishment anticipation）和期待奖励结果

的游戏模式表明，OCD 患者在区域和环路水平（regional 

and circuit levels）上显示出对自己的预期惩罚和奖励结果

的神经功能异常反应。具体来说，对于回应预期惩罚显示

出更高的杏仁核激活，对于回应奖励结果显示出更低的伏

隔核（nucleus accumbens，Nacc）激活。OFC 和 VMPFC

区域参与奖励的感知以及适应转变奖励情况时的紧急事

件，因此它们在 OCD 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[27]。

3  OCD 患者决策功能评估方法

OCD 患者决策功能的评估方法有多种。Grassi 等 [28] 提

到，评估决策功能可以采用爱荷华博弈任务（Iowa Gamblin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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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sk，IGT）和色子任务（Game of Dice Task，GDT）[28]。下

面就 2 种不同决策功能评估方法进行介绍。

3.1  评估风险模糊决策功能

3.1.1 IGT 风险模糊决策功能的评估最经常使用的

是 IGT[27]。决策是一种人类通过奖励或惩罚取得偏爱的

能力，在 IGT 中以收益和损失游戏币分别代表奖励和 

惩罚 [29]。

IGT 是指将 100 张牌分为 4 堆，分别为 A、B、C、D

堆。被试每次可以选择 1 张牌，并可获得指定数量的模拟

金钱的奖励。然而，在一些特定的时间段，散布在这些奖

励中的是惩罚（不同的固定金额的金钱损失）。其中，A

和 B 2 堆牌可以立即产生较高的金钱收益，但是在长期运

作中却是不利的。剩下的 C 和 D 2 堆牌，尽管立即产生的

是较小的收益，但是在长期运作中却会产生更多的金钱收

益，因此被认为是更有利的。被试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在 4

堆牌中自由选择 1 张牌 [30]。

3.1.2 现状和不足 近年来，作为对 VMPFC 功能敏感的

神经心理学程序，IGT 被用于区别 OCD 患者与健康对照

组的神经心理学决策的表现 [31]。在神经心理学的研究中，

IGT 可以用来检验模糊决策和风险决策 [32]。在 IGT 中，

OCD 患者似乎始终对高收益的不利选项感兴趣，在获得

高惩罚之后仍倾向于不利选项，即 OCD 患者倾向于不惜

以高惩罚为代价换取即时高收益，而健康对照组则表现为

在获得高惩罚后倾向于选择有利选项 [33]。大量的研究表

明，IGT 对决策功能的评估在不同的临床人群中显示出良

好的效度，并且 IGT 所评估出来的决策功能独立于其他认

知能力 [34]。另外，近些年也有大量研究在 IGT 与情绪和认

知的关系、IGT 与工作记忆的关系、IGT 与陈述性记忆的

关系以及 IGT 加工的神经网络与分子遗传学等方面积累了

丰富资料 [35]。

尽管 IGT 现在被广泛应用于评估个体模糊决策功能，

但其也有一定的问题有待解决。第一，任务中好坏纸牌的

区分是有问题的。无论在任务中的哪个点上，被试都只能

通过前面的选择总结出来纸牌的好坏。第二，IGT 本身的

设计存在问题。在最初的计算机版本 IGT 中纸牌的位置安

排是不平衡的，这意味着纸牌的选择可能反映的是位置偏

好。最后，对数据的统计分析也有不合理之处。以往所有

研究在对个体的行为数据进行分析时只是简单地看看个体

在每 20 次选择中有利纸牌 / 不利纸牌的选择之差，而整

个任务只要求个体选择 100 次。这种统计方式对患者群体

是不利的。很有可能患者组也是有区组学习效应存在的，

只是这种学习比较缓慢和内隐而已 [36]。

3.2  评估风险明确决策功能

3.2.1 GDT GDT 主要用来探查风险明确决策，它也是为

赢取更多的虚拟钱币的一个游戏任务。

被试每次从不同的 4 个选项（数字组合）中选择 1

项，电脑会随机掷出 1 个虚拟的色子，以判断被试的选择

是否与掷出的色子相符。被试的任务是用虚拟的 1 000 元

本金获取最大的收益，总共 18 次机会。每个选择均有明

确的和稳定的收益和损失以及获胜概率：选择单个数字的

色子收益 / 损失 1 000 元（获胜概率为 1:6），2 个数字的

色子组合收益 / 损失 500 元（获胜概率为 2:6），3 个数字

的色子组合收益 / 损失 200 元（获胜概率为 3:6），4 个数

字的色子组合收益 / 损失 100 元（获胜概率为 4:6）。选择

可以分为高风险、不利的决定（1 个或 2 个数字，其获胜

概率 <34%）和低风险、有利的决定（3 个或 4 个数字，

其获胜概率≥ 50%）[37]。GDT 中，在风险明确的情况下，

OCD 患者与健康对照组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[37]。

3.2.2 现状和不足 在 GDT 中，风险明确决策与执行功

能有关。这个任务反映出明确的和稳定的风险条件下的决

策与所提供的先前决策结果的反馈的结合 [37]。神经心理

学和神经影像学研究显示有背外侧前额叶（DLPFC）功

能异常的患者在该任务中表现次于健康对照组 [37]。因此， 

DLPFC 在 GDT 中起了重要的作用。另外，GDT 也被应用

于评估其他精神疾病患者的风险明确决策功能，比如健忘

综合征、精神分裂症和帕金森病等 [38]。

在分析色子游戏的成绩时会将 3 个或 4 个数字的决策

看作合理的或非冒险的，因为赢的概率超过 50%，最终会

导致盈余；选择 1 个或 2 个数字被看作不合理决策或冒险

决策，因为赢的概率低于 50%，从长远角度来看会导致亏

损。与 IGT 相比，这个任务的输赢金额以及概率都非常明

确，并且在整个任务中恒定 [39]。张龙等 [22] 的研究结果表

明，OCD 患者 IGT 上表现受损而在 GDT 上表现完好，即

OCD 患者在风险明确及模糊情境下的决策出现了分离。

GDT 也有一些自身不足。第一，在 GDT 中，风险

决策除了受认知过程的影响，还受到个人特征如个性

（personality）的影响。具体来说，外向性和开放性个性维

度得分高的患者，其个性与风险决策有关联 [40]。第二，为

了辅助患者完成任务，电脑会朗读 GDT 规则以及调查者

设计的电脑互动，这些均可能会影响患者的注意力 [41]。

4  总结与展望

OCD 至今病因未明，从临床表现来说，决策功能受

损是其典型表现之一。决策是对已有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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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过程，大量研究证明该功能障碍与相关的大脑网络有

关，比如杏仁核系统和前额叶皮质系统。从决策功能和大

脑解剖结构的关系角度研究，结果表明 OFC 多与风险模

糊决策功能相关，而 VMPFC 则与风险明确决策有关。并

且在 OCD 患者中，风险模糊决策通常通过 IGT 来评估，

风险明确决策则通过 GDT 来评估。

未来 OCD 的研究方向可能有以下几个。第一，神

经心理学中决策功能异常是典型表现之一，未来需要

大样本的研究证实其是否可以作为疾病分类的可靠内表

型。第二，除了传统的心理物理手段外，需要结合功能

磁共振、脑电图、脑磁图等研究工具，同时研究脑区活

动与决策功能。第三，早期诊断与早期治疗是疾病控制

的关键，需要明确决策功能损害是否为 OCD 发病前的

高危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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